《左傳》「曹劌論戰」與〈曹沫之陳〉敘寫比較

陳逢源撰2008/9/7


1、 前言
《左傳》莊十年載曹劌佐魯莊公敗齊師，乃是《左傳》敘寫相當精彩的段落，「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更是人人傳誦之名句[footnoteRef:1]。然而《史記》所載，卻是全然不同形象，〈刺客列傳〉云： [1: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5月），頁182〜183。] 

曹沬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沬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沬投其匕首下壇，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footnoteRef:2] [2:  司馬遷撰 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10月）卷86〈刺客列傳〉，頁1023〜1024。此本「曹沫」皆作「曹沬」，與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司馬遷撰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版本不同，當是形近致誤，為免混亂，除引文外，皆作「曹沫」。] 

提及脅持齊桓之事，尚見於〈十二諸侯年表〉、〈齊太公世家〉、〈管晏列傳〉、〈魯仲連鄒陽列傳〉等[footnoteRef:3]，引錄既多，曹沫忍辱成事，勇氣十足，已成為史遷經常舉證事例，一舉而復三敗之地，成為齊桓霸業歷史中相當令人關注的人物。 [3:  司馬遷撰 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卷14〈十二諸侯年表〉，頁249。卷32〈齊太公世家〉，頁554。卷62〈管晏列傳〉，頁851。卷83〈魯仲連鄒陽列傳〉，頁1004。] 

只是「曹劌」、「曹沫」名稱混亂，按覈文獻，《左傳》、《國語》[footnoteRef:4]、《穀梁傳》[footnoteRef:5]、《管子》[footnoteRef:6]作「劌」，《呂氏春秋》作「翽」[footnoteRef:7]，《戰國策》[footnoteRef:8]、《史記》作「沫」，《公羊傳》則稱「曹子」而不名[footnoteRef:9]，稱謂的歧出，確是歷來載錄頗為特殊之處，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沬、劌，聲相近而字異耳」[footnoteRef:10]，提出聲既相近，傳寫不同的說法來解釋，但《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司馬貞《史記索隱》卻又作「昧」[footnoteRef:11]，傳聞異辭，傳寫有誤，差異之間，多有爭議，但視為同一人物，則是普遍共識，為免混亂，除引錄內容外，本文以曹劌為稱，以免混亂。 [4: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 《國語》（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12月）卷4〈魯語上〉，頁151。]  [5:  范甯集解 楊士勛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年12月）卷5，莊十三年，頁52。]  [6:  尹知章注 戴望校正 《管子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4月）卷7〈大匡第十八〉，頁107。]  [7:  高誘注 畢沅校 《呂氏春秋新校正》（臺北：世界書局，1983年4月）卷19〈貴信〉，頁251。]  [8:  諸祖耿撰 《戰國策集注彙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卷13〈齊六〉，頁669。]  [9:  何休解詁 徐彥疏 《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年12月）卷7，莊十三年，頁92。]  [10:  司馬貞撰 《史記索隱》，見司馬遷撰 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卷86〈刺客列傳〉，頁1023。]  [11:  司馬遷撰 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卷83〈魯仲連鄒陽列傳〉，頁1004。] 

事實上，真正令人疑惑之處，恐是文獻當中載錄的分歧，《左傳》莊十年，曹劌是助魯勝齊之關鍵人物，至於莊十三年「盟于柯」，《左傳》並未提及曹劌。與此相反，《史記》未載魯敗齊師，但對於劫持齊桓的柯之盟卻是著墨頗多，載錄時間不同，取材有異，本是自然之事，但是前後之間，前者以禮規諫，智取成功；後者以武犯禁，以勇成事，書錄曹劌性格迥然有別，很難說是一人之事，楊伯峻即認為《史記》所載頗多可疑，云：
《左傳》此年（莊十三年）既無齊伐魯之事，且長勺之役，魯勝齊敗，更無曹劌之三敗。然《史記》所述，頗流行於戰國。《戰國策》屢言曹沫劫桓公，〈齊策六〉載魯仲連〈遺燕將書〉且舉此事以勸燕將；《荀子．王制篇》又云「桓公劫于魯莊」，復與《管子．大匡篇》及《呂氏春秋．貴信篇》所述相合。然而諸書所言，無不有破綻可尋。遂為齊所滅，則《史記》所謂「獻遂邑以平」者誤也。春秋無關內侯之稱，則《管子》及《呂氏春秋》所言「魯請比關內侯」者誤也。汶陽之田至成十年鞌之戰齊始歸魯，不但載之《春秋經》與《左傳》，《史記》亦載之于〈年表〉與〈世家〉，則《公羊傳》諸書所言「請汶陽之田」者誤也。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十曰：「是時東遷未百年，人材雖陋，未至便為刺客。」盧文弨《鍾山札記》謂曹沫劫桓公事出于戰國之人所撰造，但以耳目所見，施之上世，而不知其有不合，誠哉是言也。司馬遷不取《左傳》曹劌論戰，而取其劫齊桓，已載之〈年表〉與〈齊世家〉、〈魯世家〉，復為之作〈刺客列傳〉，蓋亦好奇之過。[footnoteRef:12] [12: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94。] 

楊氏列舉既詳，幾成定論，只是是否史遷好奇致誤，應有更詳細的考察。晚近王青〈從口述到文本傳記――以曹劌―曹沫為考察對象〉一文，即歸納文獻分為三系，《左傳》、《國語》是以禮佐人主的曹劌；《管子》、《呂氏春秋》劫持桓公為魯莊公，曹劌只是助手；《戰國策》、《史記》曹劌作曹沫，一躍成為主要刺客，其中有口述傳說的分化現象，「知禮、守禮的曹劌再也不見被引用流傳，曹劌（或曹沫）為刺客的說法反而被經常稱引」[footnoteRef:13]，故事逐步發展，《史記》所載其實是戰國以下普遍流傳樣態，漢武梁祠有曹劌劫持齊桓公的畫像石，可以為證[footnoteRef:14]。然而曹劌之事，存在文獻與流傳的分歧現象，則是不爭的事實。 [13:  王青撰 〈從口述到文本傳記――以曹劌―曹沫為考察對象〉，《史學史研究》總127期（2007年第3期），頁20。]  [14:  山東藝術博物館編 〈曹子劫桓〉，《山東石刻藝術選粹‧漢畫像石故事卷》（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 

晚近新出文獻，似乎提供進一步思考的方向，《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有〈曹沫之陳〉一篇[footnoteRef:15]，共計65支簡，1788字，字跡清晰，保存良好，其中詳載曹劌與魯莊公問對，提供戰國時期更為詳細的載錄樣態，簡文中「曹」作「」、「」；「劌」則作「蔑」、「」、「」、「」、「」[footnoteRef:16]，提供曹劌更為原始的寫法，然而文字歧出，竟也與歷來曹劌題稱分歧的情況，如出一轍，其中歷史淵源，實為奇特。雖然本篇文字釋意、編聯間，諸家說法尚有分歧，但大義所在，已具脈絡，甚至《左傳》曹劌論戰之事，也經常援引作為參證材料，前輩學者著力既深，但兩者間敘事樣態，則尚未及於分析比對，故事的肌理難有清晰的掌握，是以本文嘗試以敘事之角度，檢視兩者的差異。 [15: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頁241〜285。]  [16: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3。第二簡背有「（曹）蔑（沫）之（陳）」，依書錄習慣，此為原篇之題。] 


二、《左傳》「曹劌論戰」之敘述
《左傳》代表古代敘事文類之典範，前人論之已多，在「情節」、「人物」、「觀點」、「意義」間，交織成不可分割的藝術成品，形構歷史的核心價值[footnoteRef:17]，其中甚至有「情節編造」（emplotment）現象，筆者無意混淆史家與小說家的分界[footnoteRef:18]，只是在敘述手法中，重現《左傳》的精彩，似乎更能一窺歷史細節，所以回歸於敘事脈絡，分析手法，雖然無關乎經解是非，反而可以直究《左傳》構思所在[footnoteRef:19]。事實上，對於《左傳》藝術成就，前人早有所見，劉熙載《藝概》云： [17:  王靖宇撰 〈從左傳看中國古代敘事作品〉，收入氏撰 《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9年4月），頁25〜45。]  [18:  法國著名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就直指「擬真」喜愛的「事實」，其實是荒謬與危險。見羅蘭．巴特撰 溫晉儀譯《批評與真實》（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年2月），頁6〜9。只是混淆了歷史敘述與小說敘述的界線，「歷史」存在於「真實」與「虛構」間的灰色地帶，歷史學家自然必須重新思考「歷史」的定位問題，參見李紀祥撰〈何謂歷史――「史學導論」之教學與提問〉，見氏撰《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9月），頁21〜38。事實上，《左傳》原就具有歷史經典與文學寶典的「交疊關係」，劉鳳泉撰〈左傳敘事文學價值論略〉云：「《左傳》在對歷史材料的組織中往往包含了敘事文學的巧妙構界，既挖掘歷史的真，也顯示藝術的巧。這種情況體現了歷史寫作和敘事文學在材料組織層次上的部分效疊關係。」《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1期（2002年1月）頁51。筆者無意分別「文學」與「史學」的不同，但以「文學」見「史學」，似乎更能展現史家運裁於心的深刻思惟。]  [19:  葛兆光撰 《思想史研究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4月）第三講「後現代歷史學的洞見與不見」，云：「後現代歷史學中最重要的觀念，就是『把歷史看成語言的虛構、一種敘事散文體的論述』。……歷史學到懷特，已經形成了後現代最重要的觀念，即歷史只不過是一種語言的虛構物和敘事散文體的論述。」頁78。]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裁剪運化之方，斯為大備。[footnoteRef:20] [20:  劉熙載撰 《藝概》（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6月）卷一〈文概〉，頁1〜2。] 

《左傳》事例生動，人物鮮明，乃是出於史家匠心獨運，《左傳》雖然編年為體，但其骨幹，卻是以事件為中心，也就是在史家巧構敘述之下，人物形象才能因茲而顯，甚至也唯有了解「剪裁運化之方」，歷史才有再現的可能，所以專究史法，唐人劉知幾認為《左傳》是「言事相兼」、「敘事之最」[footnoteRef:21]，指出《左傳》特殊敘寫樣態，實在是精闢之論，也引導我們應有更多元的閱讀方式[footnoteRef:22]。 [21:  劉知幾撰 浦起龍釋 呂思勉評 《史通釋評》卷二〈載言〉，頁32、卷八〈模擬〉，頁191。]  [22:  張高評撰 《左傳之文學價值》（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10月）第九章〈為敘事文字之軌範〉，共歸納有「正敘」、「原敘」、「順敘」、「逆敘」、「對敘」、「類敘」、「側敘」、「帶敘」、「串敘」、「虛敘」、「追敘」、「連敘」、「插叙」、「暗敘」、「直敘」、「婉敘」、「平敘」、「言敘」、「語敘」、「瑣敘」、「補敘」、「陪敘」、「突敘」、「預敘」、「提敘」、「結敘」、「拖敘」、「錯敘」、「搭敘」、「夾敘」等三十種敘事方法，頁149〜160。] 

其實檢覈隱公以來《春秋》書錄內容，桓公十八年「公薨于齊」、莊公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齊魯交鋒，魯國少有勝出[footnoteRef:23]，《春秋》莊公十年載「公敗齊師于長勺」，乃是《春秋》首次記載魯勝於齊，意義所在，非比尋常，《左傳》載曹劌之事，自然極富傳奇色彩，有趣的是《國語．魯語》首載事件也是曹劌之事，可以推想「長勺之役」於魯國實具象徵意義，而比較兩者，《國語》集中於曹劌「問所以戰」一段，雖然層次脈絡不及《左傳》，但關注所在，同樣在「衣食」、「牲玉」、「聽獄」三事[footnoteRef:24]，以百姓為重，乃是君子責任，也唯有盡職，才有戰勝的機會，此一關鍵，直指國政核心，但用意所在，《國語》並不明朗，《左傳》於君臣應對之前，多一段載事，云： [23:  《春秋》桓公十八「公薨于齊」，《左傳》魯人「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的要求，就十分委屈闇弱。莊公九年，原本希望納公子糾，卻又在乾時為齊所敗，見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51〜153、178〜180。按覈《春秋》所載，齊魯相鄰，既同盟又競爭，既為婚媾，又為世仇，只是齊大魯小，齊國始終為魯國最大的問題。]  [24: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 《國語》卷4〈魯語上〉，頁151。]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footnoteRef:25] [25: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2。] 

此段除「齊師伐我」、「公將戰」兩句，具有事件說明的作用外，其餘無關國政，鄉人之言，可有可無，《左傳》藉此鋪排，固然是增加情節迴環轉折的趣味，然而藉此暗示曹劌身分屬性，似乎更具解謎關鍵，歷來姓名題稱分歧，與其庶民的身分是否相關，尚難直接論斷，但在下之百姓，可以指導上位的「肉食者」，人民可以勝貴族，知識的力量，代表新興勢力的崛起，似乎為戰國以後百家爭起的遊說之士，提供極具「身分認同」的淵源，曹劌會從歷史載錄，逐漸成為傳說軼事人物，似乎也有可以了解的理由。而且既然出身於庶民階層，重視百姓乃是理所當然，直指國君職責所在，在敘事內容上，也就具有內在的邏輯理路。吳闓生《左傳微》分析文章肌理，認為「此節以『謀』字貫串」[footnoteRef:26]，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云： [26:  吳闓生撰 白兆麟校注 《左傳微》（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12月）卷1，頁80〜81。] 

鄙言不學無識也。後三段審君德，是遠謀之本。其所謂遠謀，非有奇計，都是平實道理，只肉食者不能見耳。[footnoteRef:27] [27:  竹添光鴻撰 《左傳會箋》（臺北：明達出版社，1982年9月）卷3，頁27。] 

肉食者不學無識，庶民平實卻能切中道理，曹劌有洞悉世情的智慧，凡此顛倒舊有觀念，又深自期許的意涵，其實早已成為注家觀察的重點。檢覈《左傳》所載，曹劌確實是首出重要庶民人物，不論其氣魄勇氣與智慧，足以安邦定國，於庶民階層具有莫大啟示作用。 
在此敘述脈絡下，曹劌與莊公應答，顛倒君與民分際，由曹劌提問、評斷，全然主導，《左傳》載：
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犠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footnoteRef:28] [28: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2〜183。] 

以戰役勝負而論，此段文字並無奇謀對策，但應答之間，堂堂之論，「必以分人」、「必以信」、「必以情」三者，層層而進，就敘事而言，具有層遞效果。事實上，也扣住前文鄉人所言「肉食者謀之」的內容，這些是莊公認為可以一戰的理由，「分人」可以得人之助，「弗敢加」可以得神之庇佑，「察獄」可以得民心。然而檢討其中，「分人」只有左右近習；祭祀以禮，固然守住分際，但民未蒙其利；只有「察獄以情」，關懷及於庶民，才是曹劌關注所在，曹劌「忠之屬也」的評斷，相較於秦漢以後「忠」是上位者要求下位者的德目，直指國君為民盡職，才有勝戰契機，民為邦本，實在極具思想史之意義[footnoteRef:29]。 [29:  《國語．魯語》曹劌言之更詳，云：「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財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敘述雖然不及《左傳》簡潔有力，但重視民本的概念極為清楚，後世儒學的核心價值，曹劌導其先河，意義不言可喻。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 《國語》卷4〈魯語上〉，頁151。] 

然而《左傳》精彩在於敘述之安排，曹劌入見，略加分析，內容以「言」為主，以「事」為輔；後文及戰，以「事」為主，以「言」為輔；前後皆有兩段對話，三審莊公之德，三鼓及戰，彼此銜接；前文曹劌被動回應，後文主動說明，相互配合，敘述流暢而下，內容巧為布局，馮李驊《左繡》云：
此是左氏一首極有心結搆文字，又整齊，又變化，開後人無數局法。通篇敘議兼行，大概是兩截格，而前一個將戰，後兩個將鼓、將馳，又是一頭兩腳格。然上截一事卻分說，下截兩事卻合說，則一變；上截先解後做，下截卻先做後解，則又變；四不可三可，上實下虛，上暗下明，則又變；上公曰、劌曰，一遞一換，下單寫四劌曰，則又變；其實下二事即從上一事中分出，而中間總敘實事，解說安在兩頭，又是鶴膝蜂腰格，并兩截及一頭兩腳，局法不足以拘之，而變化極矣。[footnoteRef:30] [30:  馮李驊撰　《左繡》（臺北：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卷３，頁257〜258。] 

以章法分析，前後兩段，既搭配又變化，確實十分巧妙，《左傳》載：
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
此段敘事與「長勺之戰」最為密切，但預留安排，單純寫錄曹劌「未可」、「可矣」的判斷，簡潔有力，分寫進軍、逐師，極具錯綜變化之妙，尤其扣合前文「可以一戰」，未加分說，留下伏筆。尤其敘述更及細節，既下又登，由視而望，饒富描寫趣味，吳闓生云：「將所以然之故留之篇末，但敘其動作，令人不解何故，極離奇變幻之致。」[footnoteRef:31]確實指出《左傳》敘述之巧妙，曹劌成為全篇主角，莊公只是配角，在敘述角度轉變中，強化曹劌為全篇的行動者，也強調曹劌掌握全局的力量。 [31:  吳闓生撰 白兆麟校注 《左傳微》卷1，頁81。] 

戰後補述，作為尾聲，一如「入見」前鄉人之言的序曲，具有結構平衡作用，然而最重要的是關乎戰役的勝負關鍵，敘述當中，按而未發，最後揭謎，具有顯豁效果，《左傳》載云：
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footnoteRef:32] [32: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3。] 

待「齊人三鼓」而進，乃是掌握彼我勇氣消長之契機，既下又登，乃是懼其埋伏，前後承接，留有餘韻，深有解謎的趣味，馮李驊《左繡》云：「前段層層挑剔，後段兩兩對收。」[footnoteRef:33]指出前後書寫方式不同，但「謀」之所在，終於明朗。吳闓生云：「左氏著書，其文章必自具首尾。」[footnoteRef:34]前後兩段，可以析為四節，定調、審議、及戰、解謎，彼此銜接，一氣呵成；「將戰」、「何以戰」、「將鼓之」、「既克」，脈絡清楚，鋪排「長勺之戰」事件過程，結構安排十分明顯[footnoteRef:35]。然而主動被動間，關鍵乃是「謀之」之「言」，《左傳》鋪排曹劌的智慧與謹慎，點出上位者不能遠謀，下位者反而由小見大，由近及遠，甚至翻轉局勢，魯勝於齊，自是極具鼓舞人心效果。 [33:  馮李驊撰　《左繡》卷３，頁259。]  [34:  吳闓生撰 《左傳微》「例言九則」，頁9。]  [35:  楊義撰 《中國敘事學》（嘉義縣：南華管理學院，1998年6月）介紹中國敘事理論，即首列「結構」，頁37〜128。] 


三、〈曹沫之陳〉之敘述結構
《左傳》巧為鋪排，曹劌形象至為鮮明，只是兵事凶險，勝負難料，僅是「戰，則請從」就可以翻轉戰局，臨場發揮，是否屬於「遠謀」，其中不免事涉傳奇，令人匪夷所思。直至〈曹沫之陳〉出，得見戰陣作為，終於一補其中失落環節。雖然前人考訂〈曹沫之陳〉的時間不一[footnoteRef:36]，編聯也有不同[footnoteRef:37]，但與《左傳》曹劌相關，已是普遍共識，與論戰一段具有敘述上的互補，更是可以留意之處，全篇為莊公與曹劌的問答，這種君臣應答形式，於先秦文獻並不罕見，《中庸》「哀公問政」一章，已是純然答問，孔子藉以申明政治主張[footnoteRef:38]，至於〈曹沫之陳〉敘述事件，同樣也是採用問答方式，內容主要以「言」為主，「事」為輔，李零將其視為春秋戰國「故事類史書」的事語類材料，從上博簡推測可能是「古代史書中數量最大也最活躍的一種」[footnoteRef:39]，至於劉光勝〈上博簡曹沫之陳研究〉則強調其中諷諫內容，認為是屬於「教材類短文」[footnoteRef:40]，不過回歸於文獻本身，我們理解歷史片斷其實有一段口耳相傳歷程，以及諸多書錄的樣態，〈曹沫之陳〉似乎保留《左傳》書錄可能參考的材料。 [36:  陳麗桂〈上博（五）〈曹沫之陣〉所顯現的政治與領軍原則〉一文推測為魯莊公十年（西元前六八四年）長勺戰後。《哲學與文化》第34卷第3期（2007年3月），頁90。邴尚白〈上博楚竹書曹沫之陳注釋〉推測本篇反映年代，應在長勺之戰至柯之盟三年間。朱賜麟〈曹劌思想〉推測為莊公十一年夏五月再敗宋師於鄑之後，十二年至十三年間。基本上，皆是以長勺之戰，作為推測時間的基準。]  [37: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原為李零的考釋編聯。只是其中斷簡部分，勉強編序，並未分別處理，之後包括陳劍撰 〈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陳斯鵬〈曹沫校理〉、邴尚白〈曹沫注釋〉等陸續調整，季旭生主編《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四）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年3月）綜整之後，重加排序，分為八章，脈絡更為清楚，本文大致依李零校釋為準，段落則以季本為據，內容則參酌各家文字考釋結果。頁138〜141。]  [38:  朱熹注 《中庸章句》，《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頁28〜32。]  [39:  李零撰 《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4月），頁267〜273。]  [40:  劉光勝撰 〈上博簡〈曹沫之陳〉研究〉，《管子學刊》，2007年第1期，頁111。] 

〈曹沫之陳〉是兩段事件構成，首先為第1簡「魯（莊）公（將）為大鐘，型既城（成）矣」，以及第12、13簡「還年而（問）於（曹）（沫）曰：『（吾）欲與齊戰……』」[footnoteRef:41]，其他則是依此衍生之提問，前者得出愛民無私的結論，後者則為戰陣領軍原則，兩者雖在不同年度，主題也無明顯關聯，但與《左傳》曹劌論戰相參，由民及戰的敘述主軸，並無二致，前人以為此篇應為莊十年「長勺戰後」，甚至認為鑄鐘是莊十一夏五月再敗宋師的結果[footnoteRef:42]，但〈曹沫之陳〉中「今邦（彌）少（小）而鐘愈大」[footnoteRef:43]，語意之中，並無勝戰喜悅，而且檢視《左傳》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言「宋師不整，可敗也」，於是「蒙皋比而先犯之」，一舉敗宋；莊公十一年宋師來侵，也是「宋師未陳而薄之」[footnoteRef:44]，兩者皆屬禦敵而已，並非攻略有成，同年宋大水，莊公使人弔災，宋國應答有禮，臧文仲還有「宋其興乎」的評論，實無法得見莊公鑄鐘氣氛，甚至推究而論，兩次同為攻人未備的戰術奇襲，與「長勺之戰」如出一轍，亦恐是〈曹沫之陳〉教戰的成果。 [41: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3、251。]  [42:  朱賜麟撰 《曹劌之陣思想研究――及其在春秋兵學思想史上的意義》，臺灣師大國文系碩士論文，2006年7月，第二章第二節〈簡書的背景年代試探〉，頁77～79。]  [43: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4。]  [44: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3〜186。] 

推究首段內容，第41簡依陳劍移至第3、4簡之間[footnoteRef:45]，作為周室傳統的綜合說明，語意較為銜接，李銳將第7、8斷簡分出上下[footnoteRef:46]，語句較為簡潔，其餘簡序諸家並無太大差異，云： [45:  陳劍撰 〈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46:  李銳撰 〈曹劌之陳釋文新編〉，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5日。] 

魯（莊）公（將）為大鐘，型既城（成）矣，（曹）（沫）內（入）見曰：「昔周室之邦魯，東西七百，南北五百非【1】山非澤，亡又（有）不民。今邦（彌）少（小）而鐘愈大，君亓（圖）之。昔堯鄉（饗）（舜）也，飯於土（塯），欲（歠）於土型（鉶）【2】而（撫）又（有）天下，此不貧於（美）而（富）於悳與（歟）？昔周□□□□□□□□□□□□□□□□【3】□□競必（勝），可又（有）（治）邦。《周等（志）》是廌（存）。」（莊）公曰【41上】：「今天下之君子既可（知）已，（孰）能并兼人【4】才（哉）？」（曹）（沫）曰：「君亓毋員（愪），臣（聞）之曰：「（鄰）邦之君明，則不可不攸（修）政而善於民。不肰（然），（任）亡焉。【5】（鄰）邦之君亡道，則亦不可不攸（修）政而善於民。不肰（然），亡取之。」（莊）公曰：「昔池舶語（寡）人曰：【6】『君子（得）之（失）之，天命。』今異於而（尔）言。」（曹）（沫）曰【7上】：「□異於臣之言。君弗（盡），臣（聞）之曰：君【8下】子（賢）爯（稱）而（失）之，天命；亡道爯（稱）而（沒）身（就）（死）。亦天命。不肰（然），君子（賢）爯（稱），害（曷）又（有）弗【9】（得）？亡道爯（稱），害（曷）又（有）弗（失）？」（莊）公曰：「曼才（哉），（吾）（聞）此言。」乃命毀鐘型而聖（聽）邦政。不晝【10】寢，不酓=（飲酒），不聖（聽）樂。居不褻（設）（席），飤（食）不（二）味【11】，兼（愛）（萬）民，而亡又（有）厶（私）也。【12】[footnoteRef:47] [47: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3〜251。] 

第1、2簡內容，亦見於《慎子》佚文，足證即為曹劌[footnoteRef:48]，其中部分文字，釋讀尚有爭議，但通篇大旨，幾可確定，從鑄鐘、規諫、毀鐘，事件緣起、發展、結束，文字自成首尾，以敘事而論，屬於可以獨立而出的事件敘述。其中曹劌以周室之傳統，訴求魯國歷史榮光，無疑更具規諫力量，以君臣分際而論，較《左傳》曹劌三審莊公更合常情，然而辨證「天命」一段，卻又彰顯下位者重德之效，與「肉食者」自恃命數不同。不過最特別的是莊公「今天下之君子既可（知）已，（孰）能并兼人」的提問，透露莊公暗自期許的企圖，齊魯相鄰，齊大魯小，莊公思之所在，必然以齊國為目標，檢覈齊桓繼位之初，齊魯爭戰不定，尚難有「既可（知）已」的推論，稱霸之後，天下局勢已改，也難有「并兼人」的訴求，按覈《春秋》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左傳》載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的決定，深獲君子讚許[footnoteRef:49]，此次共同出擊，魯未能開拓領土，齊襄公反而獨得其利，莊公自矜其德，難免有不平之鳴，發為「天命」之嘆，乃是可以理解之事，至於曹劌一段「（鄰）邦之君明，則不可不攸（修）政」、「（鄰）邦之君亡道，則亦不可不攸（修）政」的說辭，重點恐是落在後段，齊襄「無常」，聲名在外[footnoteRef:50]，似乎給予莊公惕厲而起的刺激，曹劌民為邦本的主張，指出國政關鍵所在，也提醒莊公明確的方向。 [48:  廖名春撰 〈楚竹書曹沫之陳與慎子佚文〉一文，鑄鐘之事，亦見於《慎子》佚文中。《簡帛網》2005年2月13日。]  [49: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73〜174。]  [50:  《左傳》莊公八年載「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76。] 

由於兼愛萬民的無私舉措，莊公才有後續謀略，〈曹沫之陳〉載「（吾）欲與齊戰，（問）（陣）奚女（如）、（守）（邊）奚女（如）」，於是針對大政方針，曹劌層層深入，申明論戰守原則，云：
臣（聞）之：又（有）固（謀）而無固城，【13】又（有）克正（政）而亡克（陳）。三弋（代）之（陳）皆廌（存），或（以）克，或（以）亡。（且）臣（聞）之：少（小）邦仉（處）大邦之（閒），啻（敵）邦【14】交（地）不可先（作）（怨），疆（地）毋先而必取□焉，所佢（距）（邊）。毋（愛）貨資子女，事亓【17】便（嬖），所佢（距）內。城（郭）必攸（修），纏（繕）（甲）利兵，必又（有）（戰）心獸（守），所為倀（長）也。（且）臣之（聞）之：不和【18】於邦，不可出豫。不和於豫，不可出（陳）。不和於（陳），不可（戰）。是古（故）夫（陳）者，三教之【19】末。君必不已，則亓（本）虖？【20】[footnoteRef:51] [51: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51〜255。] 

第15、16簡移至於後，全篇語氣較為銜接[footnoteRef:52]，齊魯相交，所以必須戰守兼備，「佢（距）（邊）」、「佢（距）內」，指出軍政彼我間，應有靈活的空間；修繕與戰心，則是有形與無形戰力的準備，然而豫、陳、戰不同形態，細膩區分戰爭的階段，乃是《左傳》未見之描述[footnoteRef:53]，曹劌指出和邦為本，戰陳為末，三代之陳，固守之城，都沒有必勝的把握，唯有善政善謀，才是關鍵，曹劌回歸根本主張，通貫全篇，至於「三教」內容的提問，為免冗贅，茲不具引，但後續「（戰）又（有）（顯）道，勿兵克」，更及於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考，但曹劌僅是彼我高下之判斷，云： [52:  陳劍撰 〈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53:  按：《左傳》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中「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一段，藉伯州犁介紹，描繪戰爭前的準備過程，刻劃細膩，得以一窺春秋時期戰爭情況。見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884〜885。然而如何形構武力，形成決戰局勢，《左傳》並未言及細節，與此相參，可以了解春秋之世的戰爭過程。] 

人之兵【38】不砥（礪），我兵必砥（礪）。人之（甲）不緊（堅），我（甲）必緊（堅）。人吏（使）士，我吏（使）夫﹦（大夫）。人吏（使）夫﹦（大夫），我吏（使）（將）軍。人【39】吏（使）（將）軍，我君身進。此（戰）之（顯）道。【40】[footnoteRef:54] [54: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8〜269。] 

不戰而屈人之兵，曹劌並無奇謀偉略，士、大夫、將軍、君，位階不同，並非代表統領人數有所差異，恐怕是身分屬性的象徵作用，高下有別，具有戰場形勢指標意義，《左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前夕，軍吏「以君辟臣，辱也」的見解[footnoteRef:55]，可以印證這種思惟，然而原則之餘，更及於細節，於是有後續的分析，云： [55: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458。按：《左傳》成公十六年載「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又「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楊伯峻編撰《春秋左傳注》，頁887〜888。戰場凶險，然而尚武之餘，尊禮有節仍是春秋重要的精神。] 

（莊）曰：「既成（承）（教）矣，出帀（師）又（有）幾（忌）虖？」（答）曰：「又（有）。臣（聞）之，三軍出【40】亓（將）（卑），父（兄）不廌（薦），（由）邦（御）之。此出帀（師）之幾（忌）。」（莊）公或（又）（問）曰：「三軍（散）果（裹）又（有）幾（忌）虖？」（答）曰：「又（有）。臣（聞）【42】之：三軍未成，（陳）未豫，行（阪）淒（濟）（障），此（散）果（裹）之幾（忌）。」或（又）（問）曰：「（戰）又（有）幾（忌）虖？」（答）曰：「又（有）。亓（去）之【43】不速，亓（就）之不尃（附），亓（啟）節不疾，此（戰）之幾（忌）。是古（故）矣（疑）（陳）敗，矣（疑）（戰）死。」（莊）公或（又）（問）曰：「既（戰）又（有）幾（忌）虖？」【44】（答）曰：「又（有）。亓賞識（淺）（且）不中，亓（誅）（厚）（且）不（察），死者弗收，（傷）者弗（問），既（戰）而又（有）=（殆心），此既（戰）之幾（忌）。」【45】[footnoteRef:56] [56: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9〜273。] 

莊公問答頻頻，主動提問，所謂之「幾」，原考釋作「忌」，諸家解為「時機」[footnoteRef:57]，藉此強調莊公主動出擊的攻略，原因所在，乃是將本篇繫於莊公敗宋之後，所以意氣昂揚，但揣摩其中，莊公後文所問是「（復）敗（戰）又（有）道虖」，必須從敗中求勝，思考所在，艱苦可以想像，而且回歸文本，所謂「三軍出亓（將）（卑），父（兄）不廌（薦），（由）邦（御）之。此出帀（師）之幾（忌）」，將卑、意見不一，皆是我方出兵必須留意之處，至於敵人如此，禦之可勝，但如果言此方為出兵時機，顯然已失主動。再者，「既（戰）又（有）幾（忌）虖」，由戰而既戰，已是戰後經略，更無所謂時機問題，可見本節是戰陣之間的注意事項，所以原考釋作「忌」字，似乎更切近文意。雖然「（散）果（裹）」未見於古籍，爭議頗多[footnoteRef:58]，但揣摩其中，「出帀（師）」、「（散）果（裹）」、「（戰）」、「既（戰）」漸層而進，區分不同階段的禁忌與缺失，屬於漸進敘事，「（散）果（裹）」應為戰陣前的布局作為，於是從出兵、行軍布陣、接戰，至戰後的收拾，條理井然，細節之間，可以概見莊公詢問之仔細，以及必戰之決心。後文莊公又續有提問，包括「（復）敗（戰）又（有）道虖」、「（復）盤（戰）又（有）道虖」、「（復）甘（戰）又（有）道虖」、「（復）（戰）又（有）道虖」，由戰而復戰，由忌而及道，思索更及於交戰之後，可以再戰的後續安排，戰則言其忌諱，復戰則言其經略，前者針對戰陣階段，後者區分戰爭結果，敘述方式由反面而及於正面，四項忌諱，四項復戰之道，內容彼此相參，足見本段是頗具結構之敘事安排，於此可見與大國為敵之決心，莊公謀之既深，曹劌思之謹慎，內容既多，茲不具引，只是其中涉及先秦戰爭形態，難以詳其旨趣，「盤戰」、「戰」原考釋就直言「待考」，「甘戰」也直言「文義多不能明，還有待研究」[footnoteRef:59]，淺野裕一〈曹沫兵學〉則以「鉗戰」解「甘戰」，指怯場不敢進軍的狀況；以「缺戰」解「戰」，指缺乏鬥志不突擊的狀態[footnoteRef:60]，兩者缺乏區別，並不切中文意，季旭昇《讀本》以節奏快慢來解釋「甘戰」、「戰」[footnoteRef:61]，區隔較為清楚，但似乎仍未能釐清脈絡，其實按覈簡文，復戰之道以下為戰陣後的不同結果，「敗戰」之後，必須安撫百姓，思索奇策；「盤戰」必須突破僵局，振奮士氣。至於「甘戰」、「戰」內容頗為類似，差異所在，「甘戰」是「（慎）戒，（弗）（將）弗克，毋冒（陷），必（過）前攻」，「戰」是「收而聚之，……思良車良士往取之餌」，前者謹慎不冒進，以求超過前攻陣地，後者重新布局，思以奇襲取勝，揣摩其中，應是首次交鋒後，勝出者務求鞏固戰果，敗仗者則思以「良士」重點突破，敘述緊促，乃是情勢緊迫，然而鼓舞士氣，激勵百姓效其死命，則無不同，於此皆屬戰陣經略細節。但無可諱言，曹劌云「君乃自（過）敚（悅）（萬）民」、「二厽（參）子（勉）之，（過）不才（在）子才（在）（寡）人」，時至今日，仍是具有感動人心的說辭，而利用間諜散佈「亓（將）（帥）（盡）（傷），連皆栽」，甚至假託鬼神，卜筮皆曰「（勝）之」，為求穩住士氣，無所不用其極，皆可概見兵者詭道的思惟，然而臨陣多變，核心所在，唯有民心，與《左傳》曹劌主張並無不同。 [57:  陳劍撰 〈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該文認為原釋為「忌」不可信，以「時機」解釋，更能切近旨趣。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楚竹書（四）讀本》認為讀「忌」重在防守，讀「機」重在攻戰。本段莊公問出師有幾、散果有幾、戰有幾、既戰有幾，均用「幾」字；後文問復敗戰有道、復盤戰有道、復甘戰有道、復戰有道，則用「道」字，二者攻守不同，似乎也是主張以「機」解「幾」。頁〜。]  [58:  陳劍撰 〈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該文作「散（？）」，表示尚有疑義。]  [59: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76、278、279。]  [60:  淺野裕一撰 〈上博楚簡〈曹沫之陳〉的兵學思想〉，簡帛研究網，2005年9月25日。]  [61: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楚竹書（四）讀本》，頁155。] 

至於後續提問，第55、56、57簡包括「善攻」、「善守」以下，屬於衍伸問題，云：
（莊）公或（又）（問）曰：【55】「善攻者奚女（如）？」（答）曰：「民又（有）（保），曰城，曰固，曰（阻）。三者（盡）甬（用）不皆（棄），邦（家）（宏）。善攻者必亓【56】所又（有），攻人之所亡又（有）。」（莊）公曰：「善（守）者奚女（如）？」（答）曰：【57上】亓飤（食）足飤（食）之，亓兵足利之，亓城固【15下】足以攼（捍）之，=（上下）和（且）肙（輯），繲紀於大=國=（大國，大國）新（親）之，天下【16上】不（勝），（卒）谷（欲）少多。少則惕（易），圪成則惕（易）【46下】（治），果（勝）矣。親（率）（勝）。吏（使）人不親則不（敦），不和則不（輯），不（義）則不備（服）。」【33】[footnoteRef:62] [62: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79〜281、252〜253、274、264。] 

「善攻」、「善守」以下編聯，各家並不一致，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以第15、16、46殘簡編序[footnoteRef:63]，較能符合「善守」內容，諸家多數依從，今以為序。至於「」字，季旭昇《讀本》認為可以逕讀為「寶」[footnoteRef:64]，「肙」原考釋引《爾雅．釋詁下》「輯、協，和也。」[footnoteRef:65]，作和輯解，認為先秦古文字材料尚未發現「咠」字，此字可能就是古「咠」字[footnoteRef:66]，沈培〈說祝〉則以此字為「祝」字，讀為「篤」，解為親厚[footnoteRef:67]，釋讀雖有不同，但無礙於文意的了解，較為特別是針對「攻」、「守」問題，曹劌回答重點似乎轉為守勢的經略，不僅攻應善用所有來守，善守更應和協上下，親睦大國，一切從有效防守談起，敘述內容已是治國原則，於是後續有「親」、「和」、「義」的討論，甚至及於三代的檢討，為免冗贅，以下不再詳引。 [63:  陳劍撰 〈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64:  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楚竹書（四）讀本》，頁219。]  [65:  郭璞注 邢昺疏 《爾雅注疏》（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年12月）卷2〈釋詁下〉，頁21。]  [66: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53。]  [67:  沈培 〈說祝〉：〈說古文字裡的「祝」及相關字〉，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06）」論文，2006.11.8〜10。] 

然而本段文字恐怕必須以敘述結構來思考，莊公問「攻」、「守」，回歸於原則掌握，只是究其內容，與前文「（問）（陣）奚女（如）、（守）（邊）奚女（如）」不免重複，後續「為親女（如）可（何）」、「為和女（如）可（何）」、「為義女（如）可（何）」，又何其類似「三教」旨趣，甚至「一出言三軍皆（往），又（有）之虖」，顯示莊公的期待，也與前文「勿兵（以）克奚女（如）」的提問，何其相近，本段內容幾乎重述前文的提問，至於最後「（吾）一谷（欲）（聞）三弋（代）=（之所）」的問題，顯示莊公的依歸嚮往，與前文「《周等（志）》是廌（存）」的歷史榮光，更是前後呼應，脈絡彼此銜接，可見本節於前文重點逐一收拾，作為敘事結尾，饒富安排用意。當然其中也並非全然雷同，重複敘述除提示重點外，乃是藉此提昇問題的層次，善攻、善守比戰陣、守邊範圍更大，為親、為和、為義，則是和於邦、和於豫、和於陣最終原則的說明，然而重點已是治國層次，至於三代之說，也比周室傳統更為悠遠而恢宏，訴求更在於國政綱領，足見全篇首尾相扣，具有嚴謹的組織。有趣的是，全篇內容前者以戰為主，由三教而及於戰陣間的「忌」與「道」，敘述著力於戰陣細節的釐清；後者由攻、守之間，轉成為政原則，重點在於強調上下和協，親睦大國，更具戰略思考，然而一切出於有效防守，於是一攻一守，全篇實有深刻的肌理安排，文字屢屢強調士氣為要，政治為戰爭的根本，其實敘述結構已經隱藏此一線索，所以推究全篇旨趣，寓攻於守，本篇恐怕由守而及戰的思考層面較多，主動攻擊的謀略並不明顯，前人以兵書視之[footnoteRef:68]，陳麗桂〈上博（五）曹沫之陳所顯現的政治與領軍原則〉強調此為教戰原則，非專為詮釋兵學之作，確實更近其旨[footnoteRef:69]，尤其令人注意之處，《左傳》曹劌論戰用意，竟然也於此呈現，實為十分奇特之處。 [68: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李零說明本篇云：「開頭是論政，後面是論兵，篇題主於論兵，蓋視之為兵書。」頁241。]  [69:  陳麗桂撰 〈上博（五）曹沫之陳所顯現的政治與領軍原則〉，《哲學與文化》第34卷3期（2007年3月），頁89。] 


四、敘寫比較
以羅蘭．巴特對於敘述結構的反省，云：
敘述結構是在虛構文學（經由神話和最初的史詩）的嚴酷考驗中演進的，但它同時既變成了現實的記號，也變成了現實的證據。[footnoteRef:70] [70:  羅蘭．巴特撰 李幼蒸譯〈歷史的話語〉，收入李幼蒸撰 《結構與意義――現代西方哲學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年10月），頁427。] 

敘述「擬真」的特性，容易讓人陷入真假之辨，但擱置歷史真實問題，回歸於敘事文本，兩篇內容旨趣頗為接近，曹劌謀士性格多於勇士特質，確實應是曹劌故事較早的材料，《左傳》曹劌論戰所謂「將戰」、「何以戰」、「將鼓之」、「既克」，析為定調、審議、及戰、解謎四節，乃是以時間序列完成敘事安排，邏輯結構尚屬清楚，但〈曹沫之陳〉出於後人編聯，順序自難論定，尤其事涉文意解讀，訓詁並無定解，難免人云云殊，不過如果略去細節，回歸於篇章結構，本篇以君臣問答為主，〈曹沬之陳〉莊公共提1、「今天下之君子既可（知）已，（孰）能并（併）兼人才（哉）」、2、「（問）（陣）奚女（如）、（守）（邊）奚女（如）」、3、「為和於邦女（如）之可（何）」、4、「為和於豫女（如）可（何）」、5、「為和於（陣）女（如）可（何）」、6、「勿兵（以）克奚女（如）」、7、「出帀（師）又（有）幾（忌）虖」、8、「三軍（散）果（裹）又（有）幾（忌）虖」、9、「（戰）又（有）幾（忌）虖」、10、「既（戰）又（有）幾（忌）虖」、11、「（復）敗（戰）又（有）道虖」、12、「（復）盤（戰）又（有）道虖」、13、「（復）甘（戰）又（有）道虖」、14、「（復）（戰）又（有）道虖」、15、「善攻者奚女（如）」、16、「善（守）者奚女（如）」、17、「為親女（如）可（何）」、18、「為和女（如）可（何）」、19、「為義女（如）可（何）」、20、「三者足（以）（戰）虖」、21、「一出言三軍皆（往），又（有）之虖」、22、「（吾）一谷（欲）（聞）三弋（代）=（之所）」等二十二個問題，除「為親」、「為和」、「為義」、「三者足（以）（戰）虖」，原編序為33、34、35、49簡，挪至於後，主要由於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重新編序後[footnoteRef:71]，諸家普遍接受，全篇後文較具文理，至於其他問題大抵依原本簡序編排，爭議不大，可以作為主題分析的基準，然而分析這些問題，表示期望與期待為：第1、22問題；對原則的提問有：第2、3、4、5、6、15、16、17、18、19、20、21問題；至於細節部分有：第7、8、9、10、11、12、13、14，提問脈絡大抵由期望而至於原則，由原則而及於細節，又由細節回歸於原則，最後又深具期待，往復之間，層次十分清楚，有關戰陣細節，多達八個問題，為全篇核心。然而檢視其中，除第1、22問題外，其他皆以「奚女（如）」為提問核心，包括第2、6、15、16問題，後續則為「女（如）可（何）」、「又（有）幾（忌）虖」、「又（有）道虖」、「足（以）（戰）虖」、「又（有）之虖」等衍伸問題，顯見提問語氣並非毫無意義。據此而分，首段為獨立事件，第2為兩個問題的合併，15、16類似可以合併為一個問題，所以全篇從第1、2、6、15問題可以區分出四個段落，包括納諫、與齊攻略、戰陣原則、治國之道等四項重點，其中或有重出之處，但分析之後，層次井然，與《左傳》曹劌論戰同樣有四段結構，《左傳》於第三段鋪排長勺之戰，〈曹沫之陳〉於第三段言及「忌」與「道」戰陣原則，以重點之安排而言，前者強調事件發生，後者重在闡明道理，兩篇訴求方式並不相同，主要原因是〈曹沫之陳〉除提及「還年而（問）」外，其他並無明顯的時間標示，段落之間主要是意義層次的區別，據此而分，篇章用意明顯不同。 [71:  陳劍撰 〈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不過回歸敘述角度，兩篇同屬敘事材料，《左傳》藉由長勺之戰，鋪排魯國君臣的決斷與成果，〈曹沫之陳〉在「（將）為大鐘」、「欲與齊戰」訴求下，建構魯國應有之軍政要略，莊公與曹劌成為事件當中最主要人物，但作為敘事中的「行動者」，兩者安排並不相同，《左傳》「曹劌請見，其鄉人曰」[footnoteRef:72]，「鄉人」原是可有可無人物，然而在對話之中，訴求不同階層的職分，有意鋪排行動的衝突，藉此「鏈接」後續君臣大戲，就敘事所增情節，更具「故事」特質[footnoteRef:73]，無可諱言，全篇故事的行動者是曹劌，從「請見」、「入見」的敘述，從「問何以戰」、「可以一戰」、「未可」、「可矣」的話語，全篇是以曹劌為中心的敘事，莊公則是從屬被動角色，尤其「公將鼓之，劌曰：『未可』」、「公將馳之，劌曰：『未可』」[footnoteRef:74]，充分表現出行動決斷者的地位。以問答形式，由鄉人質問，曹劌的回答，至曹劌的質問，莊公的回答，在曹劌的決斷中，成為全篇敘事的核心，到最後莊公質問，曹劌的回答，完成故事的敘述，不斷變化的問答對應關係，曹劌乃是全篇話語中不變的角色，甚至以「話語」判斷，曹劌更是其中唯一具有「評斷」與「解謎」身分的人物，筆者原就十分懷疑敘事當中刻意顛倒君臣分際，然而故事中的傳奇特質，似乎也就在這樣的敘事模式中呈現出來[footnoteRef:75]。至於〈曹沫之陳〉中的人物則是更為單純，莊公與曹劌除提及「池舶」外[footnoteRef:76]，並無其他人物出現，君臣對答成為全篇主軸，就敘事方式而論，固然少了故事的情味，但敘述結構則是頗為簡潔明晰。事實上，檢覈敘述方式，以第一段為例，「（曹）（沫）內（入）見曰」讓人以為曹劌是行動者，但莊公後續提問，進而舉「池舶」質疑，最後接受諫言，云：「曼才（哉），（吾）（聞）此言。」[footnoteRef:77]主導問題方向，並且具有評斷作用，顯見莊公才是行動的關鍵，而後續「乃命毀鐘型而聖（聽）邦政」一段，乃是全篇唯一溢出君臣應答模式的文字，出於敘事者的描述，關注所及，也是莊公決斷與行事成果，曹劌言論固然為全篇主要內容，但莊公作為事件的中心，應無可疑，甚至延伸至與齊攻略、戰陣原則、治國之道等其他段落，也全然是莊公提問，曹劌回答的應對狀況，此一敘事模式，同樣顯示莊公才是其中主導者與評斷者，「欲與齊戰」、「既成（教）矣」、「（吾）又（有）所（聞）之」、「（吾）言氏（是）不（否），而毋或（惑）者（諸）少（小）道與（歟）？」[footnoteRef:78]不論是察納雅言，自悔不足，莊公的話語充分顯示本身為事件核心，追究提問，既是推衍曹劌論述的過程，也暗示莊公對齊策略的思索，曹劌言論固然為主旨所在，未必可以言為從屬人物，但敘述所及，性格並不鮮明，所以深究其中，〈曹沫之陳〉君上臣下，符合君臣應有分際，敘述模式恐怕更接於原本的歷史檔案性質，明君賢臣成為本篇潛藏中的文化符碼（codes）[footnoteRef:79]，甚至必須藉由如此之認知，才能理解〈曹沫之陳〉中第一段「（將）為大鐘」，與第二段「欲與齊戰」之間的敘述裂縫，莊公毀鐘型與齊戰兩者原無邏輯因果關聯，而且既然已經有「不晝寢，不酓=（飲酒），不聖（聽）樂。居不褻（設）（席），飤（食）不（二）味，兼（愛）（萬）民，而亡又（有）厶（私）也」[footnoteRef:80]，類似結語的敘述文字，後文曹劌諫以「賞（均）聖（聽）中，則民和之」、「必共（恭）（儉）（得）之，而喬（驕）大（泰）（失）之」[footnoteRef:81]就顯得重複而多餘，然而回歸於敘述脈絡，《左傳》以「必以分人」、「必以信」、「必以情」凸顯莊公忠於職事，唯有愛民才有獲致勝戰的契機，〈曹沫之陳〉同樣也藉由毀鐘型來證明莊公納諫改過，具有克制欲望的無私態度，於是此一事件深具引言作用，為後續君臣應答提供可以進行的氣氛，然而層層深入，思索與齊戰略，莊公作為全篇敘事的中心則無可疑。 [72: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2。]  [73:  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an）、琳達．夏爾斯（Linda M. Shires）撰 張方譯 《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三章「敘事的結構：故事」云：「把敘事分為故事和敘述，……故事由安置在某個序列中以展示某種變化過程――一個事件向另一個事件轉化――的事件組成」。頁57。]  [74: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3。]  [75:  胡平撰 《敘事文學感染力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九章「強力度情感符號：人物」，頁95。]  [76: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李零考釋認為「池舶」即是《國語．齊語》中提及「施伯，魯君之謀臣也」。頁247。施伯即是齊桓公與魯莊公鬥智中的關鍵人物，原本獻策要殺管仲「以其屍授之」的謀臣，韋昭注「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 《國語》卷6〈齊語〉，頁221〜223。施伯應是莊公時期十分活躍的謀臣，但〈曹沫之陳〉中的「池舶」只是言談間舉證的人物，並不具有故事角色功能。]  [77: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9。]  [78: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51、269、282、284〜285。]  [79:  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an）、琳達．夏爾斯（Linda M. Shires）撰 張方譯 《講故事――對敘事虛構作品的理論分析》第五章「對文本的解碼：意識形態、主體性、話語」，頁126。]  [80: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9〜251。]  [81: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6、248。] 

當然以篇章內容而論，曹劌的智慧應是《左傳》與〈曹沫之陳〉共同的焦點，《左傳》以曹劌行事來凸顯智慧，〈曹沫之陳〉則以深切中理的言論來彰顯謀略，同樣以「對話」作為主要內容，在敘述安排上，話語的解讀成為理解的關鍵，《左傳》曹劌對於鄉人的質疑、莊公的回答、戰陳的指導，應對文字相當簡潔，僅具有敘述銜接的功能，直至最後「夫戰，勇氣也」一段文字[footnoteRef:82]，才真正彰顯智慧，齊人三鼓而進，改變彼我氣勢的消長，純粹是兩軍對壘，戰陣應變的手法，至於「視其轍亂，望其旗靡」，畏有伏兵，於勝場中謹慎以對，最後不僅是敘事上的解謎，也進而暗示曹劌臨危不亂，熟悉戰陣情勢的特質，這些都與〈曹沫之陳〉戰陣原則的陳述頗有雷同，前者接近於「忌」，後者接近於「道」，卒伍之間，士氣為要，可以說是用兵之「忌」的中心思想；追擊復戰，「毋冒（陷）」[footnoteRef:83]，則是「（復）甘（戰）又（有）道」的重要主張，長勺之戰似乎是〈曹沫之陳〉教戰的成果，兩者之間，具有理論與實例印證的趣味，至於《左傳》「公與之乘」，恐怕也是〈曹沫之陳〉「我君身進，此（戰）之（顯）道」[footnoteRef:84]指導的結果，《左傳》彰顯曹劌臨機應變的智慧，卻少了指引教戰的內容，話語當中的空缺，竟於出土文獻中獲致詮釋的緣由。當然其中最特別之處是〈曹沫之陳〉中曹劌與莊公應對部分有二十四節，除首節是曹劌入內而諫，主動陳述外，其他皆為應答之言，首段文字作「內（入）見曰」、「（曹）（沫）曰」[footnoteRef:85]，其後各段則作「（曹）（沫）（答）曰」，或作「（答）曰」，僅有莊公問「為和於豫女（如）可（何）」作「（曹）（沫）曰」[footnoteRef:86]，大抵段落首尾題稱較為完全，其他則較簡略，敘寫用意並不明顯，比較而言，鑄鐘入諫，曹劌話語純粹是以回應莊公為主，並未及於申論，至於「還年」之後，莊公欲與齊戰，曹劌應答「話語」則是逐步引發討論，更有申論之趣味，如答「（問）（陣）奚女（如）、（守）（邊）奚女（如）」，則續有「為和於邦女（如）之可（何）」、「為和於豫女（如）可（何）」、「為和於（陣）女（如）可（何）」的討論[footnoteRef:87]，形成議題，深入分析，成為全篇漸次而進的敘述模式，類似方式，如「勿兵（以）克」、「為親」、「為和」、「為義」等，皆是曹劌論述重點，形成一種「探索真理式的對話」內容[footnoteRef:88]，於此而論，從「話語」開啟的角度切入，莊公集中於「忌」與「道」討論，乃是留心戰陣的細節；曹劌深入闡發「三（教）」與「親」、「和」、「義」，訴求則顯然是為政根本，可以推測莊公用心在戰，曹劌則關切於民，君臣所重不同，成為全篇隱藏的敘述線索，與篇章架構由戰而及守的安排不僅有所呼應，與《左傳》曹劌論戰以民為尚的思想也相互契合，「話語」安排之特殊於此可見，至於「（將）為大鐘」是否為「肉食者鄙」的事例添上一筆，也就頗堪玩味。 [82: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3。]  [83: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82。]  [84: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9。]  [85: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43、246、247。]  [86: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57。]  [87: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51〜281。]  [88:  周慶華撰 《故事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年9月）分析「敘述話語」，在敘事性作品以「對話」的態勢出現，其中有為闡釋真理而形成的「探索真理式的對話」。頁147。] 

事實上，如果進一步分析，《左傳》曹劌「問何以戰」應是全篇最特殊之處，以敘述手法而言，乃是作為長勺之戰勝戰的關鍵，然而君臣言談「話語」間，獲致「可以一戰」的契機，理由不免輕巧，韓席籌云：「就上句戰字陡入，奇峭，左氏每用此法。」[footnoteRef:89]以章法呼應的方式來解釋其中的突兀，至於竹添光鴻云：「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民感其忠，思欲報上，故可用以一戰也」[footnoteRef:90]的補充，似乎更能彰顯「話語」背後的思考方向，然而莊公自述可以一戰的理由，自然必須檢視其內容，杜預以「左右近習」來解釋《左傳》「必以分人」的「人」[footnoteRef:91]，竹添光鴻認為「杜云所惠不過左右，恐非公意」[footnoteRef:92]，兩者立場顯然不同，莊公以為所惠及人，必得人助，竹添光鴻論點即是有見於此；曹劌認為所惠有限，只是近習之人，杜預說解則從曹劌立場出發，按覈〈曹沫之陳〉最末一段，曹劌答莊公問「為和」，云： [89:  韓席籌撰 《左傳分國集注》卷4，頁173。]  [90:  竹添光鴻撰 《左傳會箋》卷3，頁28。]  [91:  杜預注 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正義》（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5年12月）卷8，頁146。]  [92:  竹添光鴻撰 《左傳會箋》卷3，頁27。] 

（答）曰：「毋辟（嬖）於便俾（嬖），毋倀（長）於父（兄），賞（均）聖（聽）中，則民【35】和之。【36】[footnoteRef:93] [93: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5〜266。] 

「便俾（嬖）」與「父（兄）」即是「左右近習」，兩者相互呼應，顯然杜預的理解並無錯誤，只是《左傳》所言是莊公自以為勝出之處，〈曹沫之陳〉卻是曹劌建言方向，主張一致，敘寫角度卻是截然相反。至於《左傳》「犧牲、玉帛，弗敢加也」[footnoteRef:94]一句，莊公自覺會有神助，然而「弗敢加也」頗令人費解，按覈《國語》「不愛牲玉於神」[footnoteRef:95]，不吝惜犧牲玉帛，似乎更能彰顯莊公敬神之心，《左傳》「必以信」的說辭，進一步表現莊公守禮分際，媚神與守禮，存在訴求上的歧出[footnoteRef:96]，然而〈曹沫之陳〉也有類似的陳述，云： [94: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2。]  [95: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 《國語》卷4〈魯語上〉，頁151。]  [96:  杜預注 孔穎達疏 《春秋左傳正義》卷8云：「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頁147。杜注顯然是以「犧牲玉帛的祝辭」來解釋「犧牲玉帛」，符合後文「信」字的義涵，但「犧牲玉帛」是祭物，「祝辭」是說辭，國君慷慨恐怕不是僅有說辭一端而已，《國語》所述「不愛牲玉」符合一般常理，至於《左傳》「弗敢加也」恐怕另有道德之深意存在，所以對於這段文字，錢鍾書先生就頗為敏銳，認為所謂之「加」不能以「加減」意涵來解釋，而是「誇誣失實」之意。見錢鍾書撰 《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8月），頁176。] 

明（盟）【60上】（衁）鬼神，（忽）武，非所（教）民，唯君亓（知）之。此【63下】先王之至道。【64】[footnoteRef:97] [97: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82〜284。] 

季旭昇《讀本》將第60簡上與63簡下相續，文意較為流暢[footnoteRef:98]，「」、「武」原考釋皆作「待考」[footnoteRef:99]，陳劍〈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則認為是鬼神恍惚，非所以教民[footnoteRef:100]，季旭昇《讀本》則認為是祭祀鬼神，輕忽武事，並非教民之道[footnoteRef:101]，釋讀稍有不同，但強調鬼神非教民之道，各家頗為一致，立場已非媚神，思考超乎神道設教，然與《左傳》精神契合更是令人匪夷所思。至於《左傳》莊公所云：「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footnoteRef:102]，乃是三審當中最為關鍵之處，不僅得出戰勝契機，也直指君主職分，〈曹沫之陳〉竟也有一段相應文字，云： [98:  季旭生主編 《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四）讀本》，頁150。]  [99: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84。]  [100:  陳劍撰 〈上博竹書《曹沫之陳》新編釋文（稿）〉，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12日。]  [101:  季旭生主編《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四）讀本》，頁231。]  [102: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183。] 

（答）曰：「君毋（憚）自（勞），觀=（上下）之青（情）（偽）。佖（匹）夫（寡）婦之獄訟，君必身聖（聽）之。又（有）（智）不足，亡所【34】不中，則民新（親）之。」【35】[footnoteRef:103] [103: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65。] 

「佖（匹）夫（寡）婦之獄訟」豈不是「小大之獄」，「又（有）（智）不足，亡所不中」豈不接近「雖不能察，必以情」，甚至「君毋（憚）自（勞），觀=（上下）之青（情）（偽）」不僅指出君人之術的關鍵，更是「忠」於職事的最佳表現，凡此種種出於曹劌建言，直指國政核心，雖與《左傳》出於莊公自述不同，但訴求所在，彼此扣合，〈曹沫之陳〉無疑保留曹劌軍政教戰重要的思考謀略與君臣應對情態，依此而論，似乎更接近官家檔案性質，所以「兼（愛）（萬）民，而亡又（有）厶（私）也」一段褒揚莊公文字，溢出敘述模式之外，雖然不符合前後邏輯，但出於官方說法，原因也就清楚明白，至於《左傳》重視曹劌身分屬性，從民間角度切入，深有上下階層之辯證趣味，敘寫更具故事形態，已具傳奇特質，顯見曹劌事蹟的傳說傾向，《左傳》所載既已導夫先路，《史記》只是沿波踵流，更往勇士形象發展，日後魯國名臣曹劌有不同之歷史面相，也就不足為奇。

五、結論
自民初王國維提出地下與紙上材料互證的「二重證據法」以來[footnoteRef:104]，學者奉為圭臬，只是沿襲既久，不免模糊誤解，後續的反省，也提醒更廣泛的思考[footnoteRef:105]，事實上，前輩學者以「史料」來定義「地下」與「紙上」材料，關注所在是真偽先後問題，其實回歸材料本身，文字敘述所彰顯的文本（text）世界，自有一套邏輯脈絡，立場、目的、用意的不同，甚至敘述者的視角與意識形態，無不影響敘述方式，觀察所在，必須回歸於敘述本身考察。《左傳》乃不刊之經典，然而筆者研讀過程，常覺其中頗有軼事手法的運用，宣公二年載鉏麑刺殺趙盾，最後觸槐而死，內心忠信兩難的思量，旁人無從與聞，卻能明載史冊[footnoteRef:106]，究其內容，已屬軼事性質，軼事原是口語傳播常態，然而卻成為史家蒐軼補闕常用的一種書寫手法[footnoteRef:107]，口語與書面的界限似乎並非截然兩分[footnoteRef:108]，《左傳》有相當複雜的採錄纂輯以及重新組構的過程。 [104:  王國維撰 〈古史新證〉第1章，《王觀堂先生全集》（六）（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3月）頁2078。]  [105:  參見葉國良撰 〈二重證據法的省思〉，收入葉國良、鄭吉雄、徐富昌編 《出土文獻研究方法論文集（初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9月），頁8〜9。]  [106:  楊伯峻編撰 《春秋左傳注》，頁685。吳闓生撰 《左傳微》卷4「晉靈之難」云：「此亦小節耳，且鋤麂之言，其誰聞之？紀文達已疑之矣。」頁298。史家以「軼事」凸顯形像，《左傳》載鉏麑觸槐而死之事，自殺亡故之人，卻能自剖心事，塑造十分鮮明的效果。]  [107:  司馬遷撰 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卷62〈管晏列傳〉云：「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頁852。史家撰作原就有不同手法，李紀祥撰 《時間．歷史．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01年9月）就以「後來涉入」來說明歷史「充滿了說故事、想像、模擬、解釋，甚或是虛構的情節」，頁30。但無可諱言，「軼事」對於後代史家也極具書寫指引作用。]  [108:  參見尹虎彬撰 《古代經典與口頭傳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1月），頁24〜51。帕里－洛德學說（Parry-Lord theory）關注口傳、史詩、敘事學三個層面問題，包括口頭傳統詩歌語言、傳統場景，以及故事模式，雖然是對於荷馬史詩的討論，但對於後世文獻所隱藏之口語流傳特質饒有啟示。簡宗梧先生於《鎔裁文史的經典――左傳》（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4月）開宗明義，即探討《左傳》的口傳性質，指出應有之閱讀策略，可以概見近代學者於此之反省與觀察。頁1〜16。] 

《左傳》曹劌論戰敘述之精彩，人所共見，尤其布局安排，饒有用意，齊魯「長勺之戰」藉由四個段落鋪排，彰顯曹劌英勇與智慧，形象鮮明，影響之下，成為後世祖述描摹人物，只是隱藏之思惟，必須仔細推敲，暗示所在，有待後人諸多思考，直至晚近新出〈曹沫之陳〉，敘寫曹劌教戰內容，一窺春秋時代戰陣謀略，不僅饒富文獻意義，對於了解《左傳》敘寫曹劌論戰，更有不同之思考方向。筆者原本留意曹劌故事的發展脈絡，然而與《左傳》相互比對，卻深嚼而有味，其中敘述結構、話語形態，饒有參證之處，雖然君臣立場相異，但觀點呼應，主張相同，千載之後，地下與紙上竟有契合之處，不得不令人推想「長勺之戰」恐是曹劌教戰之後的成果，而《左傳》似乎援取了傳說材料，彰顯了曹劌事蹟傳奇色彩，形成不同角度的敘述內容，覈其脈絡，梳理內容，撮舉心得如下：
一、《左傳》與《史記》曹劌事蹟歧出，乃是前人關注之處，此是彼非，爭議不休，然而回歸敘述脈絡，其中隱藏口傳系統，影響歷史書寫面相，應是閱讀文獻必須留意之處。
二、《左傳》敘述曹劌，凸顯謀士智勇雙全的特質，從定調、審議、及戰、解謎，四段銜接，以「將戰」、「何以戰」、「將鼓之」、「既克」鋪排「長勺之戰」事件過程，文字簡潔，一氣呵成，饒富結構趣味。另一方面〈曹沫之陳〉則在「（將）為大鐘」、「欲與齊戰」的訴求下，以君臣應對方式，區分出納諫、與齊攻略、戰陣原則、治國之道等四項重點，由戰而及守，建構魯國軍政要略，細節之處，有補春秋戰陣布局的了解。
三、〈曹劌之陳〉以政領戰，民氣為要的思惟，成為全篇立論核心，《左傳》則以曹劌身分屬性與三審莊公的情節安排，強調國君忠於職事的訴求，改變原本君臣主客的立場，更增傳奇色彩。
四、《左傳》與〈曹沫之陳〉人物角色互換，但訴求所在，竟然相同，兩者保留了曹劌輔佐莊公的不同書錄樣態，以及《左傳》書寫可以參證的材料。
筆者回歸文本分析，嘗試釐清《左傳》用意所在，以及〈曹沫之陳〉敘寫脈絡，藉由敘述內容的比對，檢視其中契合之細節，思索曹劌故事可能的發展情形，至於《史記》曹劌事蹟真偽之辨，並非本文關注焦點，茲不具論，不過比對之中，諸多揣想，容或未切實際，思考不及，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後記：非常感謝講評人簡宗梧教授以及與會學界前輩的建議與提醒，也非常感謝匿名審查人之意見，得以有更深刻的思考，由於參與本校出土文獻研讀會，小組成員包括王志楣教授、高莉芬教授、洪燕梅教授、林宏明教授、陳伯适教授、蕭裕民教授，相互切磋，彼此討論，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

《左傳》「曹劌論戰」與〈曹沫之陳〉敘寫比較
提要

《春秋》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左傳》載曹劌論戰，乃是相當精彩之段落，前人關注所及，固然為「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典則，以及謀國志士智勇雙全的特質，然而特殊的是自《戰國策》、先秦諸子，乃至於《史記．刺客列傳》所載「執匕首劫齊桓公」的「曹沫」卻是全然不同形象，「曹劌」與「曹沫」名稱不一，個性歧出，遂啟後人諸多爭執，於是有人以「口述傳說」至「文本傳記」流傳過程來解釋記載分化情形，但無可諱言，其中難以調處，也是不爭的事實。晚近《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收有一篇〈曹沫之陳〉出土文獻，共65支簡，1788字，字跡清晰，保存良好，雖然文字釋意、編連間，諸家說法尚有分歧，但大義所在，已具脈絡，不僅可以一窺先秦戰陣布局思惟，也可印證《左傳》所載並非無據，尤其與《左傳》相互補充的內容，似乎為此一歷史公案，提供一段更為清晰的材料，以及非常難得的互證事例，筆者藉由敘寫內容的分析比對，嘗試釐清其中脈絡所在。

關鍵字：左傳、史記、曹劌、曹沫之陳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ao Mei’s Array” and “Cao Gui’s Deliberation of the War” in the Zhozhuan
Abstract
    “The duke defeating the army of Qi in Changshao” in the tenth year of Duke Zhuang in the Springs and Autumns (Chunqiu春秋) and “Cao Gui’s deliberation of the war” in the Zuo Tradition (Zuozhuan 左傳) are both spectacular historical records. People used to focus on the tactician’s wisdom and bravery as well as the well-quoted battle principle, which is “when the drums first beat, that excites the spirit. A second advance occasions a diminution of the spirit; and with a third, it is exhausted.” However, in the Schem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Zhanguo ce 戰國策), the various pre-Qin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ir exponents, and the “Biographies of Assassins”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史記),  “Cao Mei,” the one who takes a dagger to kidnap the duke Han of Qi, is given a totally different image from Cao Gui. Since Cao Gui and Cao Mei have different names as well as personalities, the critics in later generations had many arguments over them. As a result, people use different processes of spreading, narrative legend and textual biography,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iation. Nevertheless, the fact is that many questions and contradictions still remain. “Cao Mei’s array,” a recently unearthed document with sixty-five bamboo slips and 1788 characters in The Zhanguo Bamboo slips in Shanghai Museum, Volume Four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 is well-kept and with clear scripts.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chasm among scholars, the précis is already clear. Thus, through this document, the thought of overall war tactics can be seen and the records in the Zhozhuan can be proven not without basis.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document is complementary to the Zhozhuan and provides clear textual evidences and rare instances to this historical event. In this paper, I will analyze and contrast the narrative content to formulate the context and sequence of ideas.

Keywords: The Zuo Tradition (Zuozhuan 左傳),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史記), Cao Gui, Cao Mei’s array.



30

